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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对于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手工整理的2003—2021年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数据和

上市企业环境绩效数据，考察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

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绩效。机制分析显示，地方

政府实施环境目标约束后一方面促使政府加大环境政策执行力度、提升了公众环

境关注度；另一方面也激励企业实现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双向提升”，进而推动

企业提高了环境绩效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

不同维度的环境社会责任表现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并且对于政治关联企业、社会

关注度高、高管具有环保经历以及员工有绿色行为的企业的环境绩效有更强的激

励效果。此外，主动型环境目标约束以及实行“硬约束”的方式对企业环境绩效的

促进作用更大。本研究为如何解决环境规制中的“政企合谋”问题提供了微观证

据，同时也对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府环境目标约束；企业环境绩效；公众环境关注度；绿色创新；交叠DID

一、引言

从2010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

的代价。根据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对世界各个国家环境绩效指数进行的统计，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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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20位，意味着中国环境质量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这与

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形成了明显反差（张琦等，201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发

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取得显著进展，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

碳轨道，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在此背景下，如何协调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已经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中国80%的环境污染都是源于

企业的生产活动，所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不仅是完成环境治理目标的微观基础，而且也是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关键切入点（张琦等，2019 ；钟覃琳等，2023）。因此，

如何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推动低碳发展成为当今中国亟需解决的重大现

实问题。

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之前，尽管政府出台了很多严格的环境政策，但是环境污染的势

头并没有得到遏制，企业环境绩效尚未得到明显改善，这可能和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体系有

关。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周黎安，2007）。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对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也是以地方经济增长为核

心（杨海生等，2010）。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机会，会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短期经济

快速增长。所以，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央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时，有不完全执行的动机，甚

至会出现“逐底竞争”，致使环境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张华，2016）。为了充分调动地方政府

治理环境的积极性，2007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签订了《“十一五”主要

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对各地区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目标

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将环境目标的完成情况与地方官员晋升挂钩，建立地方官员节能减排目

标评价制度。面对这样一种外生冲击，各地方政府采取的回应策略也不尽相同。部分地方政

府开始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环境治理目标，希望通过提升辖区环境绩效获得上级政府的信任，

而有些地方政府则并未提出环境目标约束。理想状况下，地方政府实施环境目标约束后会促

使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重视绿色生产技术研发，从而降低污染排放。那么，地方政府环境

目标约束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如果产生了激励效应，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实

现？回答该问题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使用 2003—2021年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数据和上市企业环境责任得

分数据，以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地方政府签订的《责任书》为外生冲击，考察地方政府提出环境

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公众环境关注度、企业绿色

创新等角度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还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行为表

现、环境目标约束类型及方式、企业政治关联、社会关注度、高管环保经历以及员工绿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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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角度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果。本研究旨在为促进

企业绿色化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围绕环境规制政策和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按照规制工具

的类型，总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对于行政命令式的环境规制而言，有文献指出“两控区”政

策显著提升了工业二氧化硫的治理效果（Tanaka，2015），但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在环境治

理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的现象（余泳泽、尹立平，2022）。一方面该类型的规制工具并未带来

空气质量的全面改善（黄溶冰等，2019）；另一方面，行政命令式的环境规制难以实现持续性的

污染治理效果（Chen et al.，2013）。只有在统一规划、统一监管的原则下，才能实现污染的有

效治理（韩超等，2021）。二是针对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的治污效果，已有研究并未达成一致

结论。较多文献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环境规制工具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交

易成本实现减排效果（史丹、李少林，2020）。但也有学者持反对观点，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
指出 2002年启动的排污权交易反而导致试点地区的污染水平上升。三是关于公众参与、环

保法庭、环保督察等新型环境规制方式，学者们基本上都肯定了其污染治理效果。Liao和Shi
（2018）、Buntaine等（2024）认为公众参与能够大幅度减少企业的污染违规行为；范子英和赵仁

杰（2019）指出环保法庭的设立有效降低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王岭等

（2019）认为环保督察制度对降低污染物排放有显著效果。近年来也有少数学者对政府环境

目标约束这一环境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强化了官员治理环境的内

在动机，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姜英兵、崔广慧，2019）、激励企业绿色创新（陶锋等，

2021；孙阳阳等，2024）等途径降低环境污染水平（Chen et al.，2018；岳帅、操一萍，2024），进而

提升企业的ESG质量（徐妍等，2024）。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鲜有文

献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纳入分析框架，探讨这一环境政策对辖区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

（庞瑞芝等，2021）。已有研究多以“十一五”规划为准自然实验，考察政府环保目标考核对环

境治理的影响，但这无法排除规划中其他政策的干扰，政策效果识别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

响。（2）随着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的公布，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具体污染

量的影响（林婷、谌仁俊，2021；盛丹、卜文超，2022）。但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

行分析，缺乏对上市公司污染排放的讨论。（3）以往关于上市公司环境绩效多从排污费用（尹

建华等，2020）、是否接受环境处罚（Campos et al.，2015）、环保投资（张琦等，2019）等角度进行

测度，企业环境绩效指标选取存在单一性的问题。

相比于既有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机制识别上，从宏观和微观

孙阳阳 祁晓凤 罗庆凤：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与企业环境绩效：“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132



2025年第1期

双重视角阐释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传导机制，打开了政府环境治理

动机强化驱动企业环境治理的黑箱。并且，就微观企业的传导机制而言，深入剖析绿色创新

数量和质量在驱动减排方面的差异化影响。第二，指标测度上，利用企业环境责任得分刻画

环境绩效，能够有效弥补当前研究衡量企业环境绩效的指标过于单一的不足。Campos 等
（2015）、张琦等（2019）、尹建华等（2020）分别从企业环保投资、排污费用以及是否受到环境处

罚等来测度企业的环境绩效，但该类指标并不能全面衡量企业的环境绩效。第三，研究方法

上，考虑了交叠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

并使用DID_Multiplegt、CSDID、DID2S等多种稳健估计量进行模型估计，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可

信度。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外部监督效应

地方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公布减排目标会通过强化外部监督效应来驱动企业开展污染治

理，提升环境绩效水平。如图1所示，这种外部监督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发挥政府和公众的
监督作用

提升公共环境关注度

加大环境政策执行力度

外部监督

内部激励 刺激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破坏性”

绿色创新“创造性”

地
方
政
府
环
境
目
标
约
束

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图1 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内在机理

第一，地方政府会加大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充分发挥其环境监督职能以实现既定

的减排目标。区别于以往“督企”的环保政策体系，环境绩效考核重点考察政府的环保责任落

实和实施情况，这向下级政府传递了“环境保护”的重要信号，形成了强大震慑力。一些地方

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环境目标约束，回应上级政府的监管要求。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完

成污染物减排目标、提升辖区环境质量来彰显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进而实现政治晋升目标

（余泳泽等，2020）。然而，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必然以政府出台更加合理的环境政策和

加大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为依托。所以，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政策会使政府重新审视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变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的行为模式，促使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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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会通过出台更加严格的环保法规、加大对污染企

业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等方式提升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此时，对于作为污染主体的企业而言，减

排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一方面他们会积极寻找更加清洁的生产方式、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另一方面，他们会加大生产末端的环境治理，降低污染排放量，最终使得环境绩效水平有所提升。

第二，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能够提升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进而通过加强公众的外

部监督促使企业提升环境绩效。政府工作报告是全面总结过去的工作成绩和经验，规划和

部署未来工作的重要文件，公众对其关注度较高。地方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加入减排目标约

束，反映出环境治理工作是政府当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地方政府会通过官方网站、新闻报

道、网络媒体等多种途径宣传设立环境目标约束的行为，向上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现治理

污染的态度和决心，以获得晋升优势。所以，地方政府提出环境目标约束会强化社会公众对

环境保护的关注度。随着公众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上升，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也会

更加强烈。有学者已经证实公众环境关注度在激励企业减排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吴力波

等，2022；Buntaine et al.，2024）。我国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公民进行环保监督、违法举

报以及符合条件的环境公益诉讼，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效应，打击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公

众环境关注度的提升能够通过两条机制发挥“自下而上”的非强制性约束作用，提升企业的环

境绩效：（1）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上升能够向环境规制机构施加压力，减少环境规制

政策执行中的“寻租”空间，促使政府更加公平地执行环境规制政策。（2）社会公众通常对环境

信息较为敏感，能够及时、高效地对企业环境违规行为进行投诉，倒逼企业采取环境规制遵从

行为，加大环保投资力度，降低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从而提升自身的环境绩效水平。为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公众环境关注

度的外部监督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促进作用。

（二）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内部激励效应

地方政府制定环境目标约束会促使企业重视绿色技术创新，通过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的环

境绩效水平。绿色技术创新虽然能够降低污染物的产生量，但它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双重

外部性的特征决定了企业在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时，动力不足（齐绍洲等，2018；刘金科、肖翊

阳，2022）。为解决该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旨在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不同于其

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在工作报告中自主性地提出具体污染物的削减目标有助于最大化调动

政府治理环境的积极性，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多主体的融合和政策协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

既定的环境目标，会注重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环保补贴等多种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应用，为

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政策支持，有效降低企业绿色创新成本和风险。此外，政府、企业及金融信

贷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和金融机构无法了解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状况以及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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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水平。那么，企业为了获得政策资源支持会主动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进行技术变革和管

理创新，向市场传递绿色发展信号，以实现长远发展目标（Oikonomou et al.，2014）。所以，地方

政府环境目标约束能够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而企业绿色创新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两种特

征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首先，就绿色创新的创造性而言，企业绿色创新提高了企业

资源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使企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理念变革，生产更多绿色产品，产

生“先动优势”效应，进而增强企业环境治理动机，降低污染排放。其次，从绿色创新的破坏性来

看，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会对旧的、落后技术进行替代，从而使用更加绿色的方式开展生产活

动，这对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说：

假说2：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会对企业产生内部激励效应，通过刺激企业绿色创新来改

善环境绩效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各地区签订了《责任书》。面对这样一种外生冲击，一些地方政

府主动将环境目标约束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有些政府则没有设定环境目标约束，并且不同

城市公布环境目标的时间不同，这为构建交叠DID模型来识别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环境治理

效应提供了条件。传统的DID模型要求所有实验组的处理时间是一致的，然而，许多情况下

不同实验组个体接受处理的时间并不相同，即存在交叠处理，本研究符合这一应用场景。因

此，参照相关文献的做法（Beck et al.，2010），本文构建交叠DID模型评估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

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EP_resrit = β0 + β1´ Targetrt + γ ´Xit + ρ ´ Zrt + λi + ηt +ωrit （1）
式（1）中，i、r、t 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时间。被解释变量 EP_resrit 表示 r 地区 i 企业在

t 年的环境绩效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Targetrt 表示城市 r 在 t 年是否受到环境目标约束。具

体而言，Targetrt 为城市是否设立环境目标约束的虚拟变量 Treatr 与设立环境目标约束的时

间虚拟变量 Postrt 的交互项。其中, 设立环境目标约束的城市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系

数会分别被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吸收, 所以, 模型中并未加入 Treatr 和 Postrt 变量。

Xit 和 Zrt 分别为企业层面、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β1 衡量的是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影响企

业环境绩效的净效应。 λi 为企业固定效应，ηt 为年份固定效应，ωrit 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环境绩效（EP_res）。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测度缺乏统一标准。有学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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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手工收集企业公开披露的环境信息主观判断企业环境绩效状况，如环境违规事件（Campos
et al.，2015；陈宇峰、马延柏，2021）、污染排放水平（沈洪涛、周艳坤，2017）、排污费用或环境税

费（于连超等，2023）。理论上企业环境绩效主要体现为污染排放水平，而中国尚未披露上市

企业环境绩效数据库，企业详细污染排放数据不易获得。有研究将企业环境治理投资作为环

境绩效的代理变量（张琦等，2019；钟覃琳等，2023），但企业环保投资和环境绩效存在较大差

别，前者是行为，后者是结果，不能混为一谈。本文借鉴卢洪友等（2017）、王馨和王营（2021）
的做法，从企业环境责任得分的视角全面评价企业的环境绩效。数据主要来源于和讯网公布

的上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

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项考察，各项分别设立二级和三级指标对社会责任进

行全面评价，涉及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37个。本文主要关注企业的环境责任得分数据。

环境责任评分是从环保意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保投入金额、排污种类数和节约能源种类

数五个维度对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进行打分。环境责任得分数据既可以避免内容分析法过

度依赖文本来表征企业环境责任的缺陷，也可以保证数据相对客观可比。和讯网连续多年公

开披露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在实证研究中也被广泛采用（斯丽娟、曹昊煜，2022）。最后，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用企业环境责任得分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的环境绩

效，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环境绩效水平越高。

2.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Target）。2007年《责任书》的签订对企业而言，是一个外生冲

击，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能够消除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从而更好

评估环境目标约束政策的实施效果（余泳泽等，2020）。也有学者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

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生产率（王贤彬、许婷君，2022）、居民身心健康（岳帅、操一萍，

2024）的影响。因此，本文参考余泳泽等（2020）的研究思路，基于手工整理的城市政府工作报

告文本数据，识别地方政府是否提出具体的环境治理目标。例如，2012年石家庄市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下降 3.89%，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二氧

化硫排放总量分别削减1%、1%和0.5%，本文则界定2012年石家庄市政府受到了环境目标约

束。本文以虚拟变量来表示政府环境目标约束。考虑到政府工作报告是在每年第1季度提

出，所以将某城市环境目标提出的当年及以后各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同时，本文根据

政府是否报告具体污染物的减排目标，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分为“硬约束”和“软约束”，

考察不同约束方式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此外，本文也借鉴余泳泽和林彬彬

（2022）的方法，使用政府提出的具体污染物减排值来刻画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基准模型进

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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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沈洪涛和周艳坤（2017）、钟覃琳等（2023）等研究的做法，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加

入企业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的估计精度。其中，企业层面包括企业年龄、企业

规模、资产回报率、资本结构、企业性质、资本密集度、企业社会财富创造力、股权集中度、管理

层激励；城市层面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科技支持力度。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0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分析样本。企业环境绩效数据来自和讯

网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通过手工整理相应年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获取环

境责任得分数据。上市公司其他财务指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万得数据库

（Wind）。政府工作报告主要来源于各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对于较早年份官方网站未公布政府

工作报告的，本文通过政务留言、致电、发邮件等方式获取，尽可能保证样本数据的完整性。

其他宏观数据主要来自EPS数据平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剔除了政府工作报告缺失、核心变量缺失、非正

常状态（包含*ST、S*ST、ST等）的样本；其次，剔除了属于金融、证券或保险行业以及成立时间

在2021年之后的样本；最后，本文还剔除了在2007年之前已经实施环境目标的城市，以捕捉

更为精确的因果识别效应。经过处理，得到 11536个观测值。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对回归

结果的干扰，本文还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双边 1%的缩尾处理。表 1为变量含义和描述

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环境绩效的平均值为0.519，标准差为1.065，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环

境绩效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Target 变量平均值为0.956，意味着截至2021年，约有95.6%的样

本属于实验组。这是因为在国家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大多数城市都提出了环境

目标约束，加大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实现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实验组样本占比过高并不

会影响交叠DID模型的估计结果，这也得到了相关学者的证实（Martinez-Bravo et al.，2022）。

此外，本文也通过考虑交叠DID异质性处理问题、更换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测度方式等多种方

法消除实验组样本占比过高对估计结果的干扰，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EP_res

Target

Age

Size

Roa

Lev

Soe
Captital

Tobin_Q

企业环境责任得分加1，取对数

是否提出具体污染物减排目标

企业成立时间的对数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总资产收益率

企业资产负债率

国有为1，非国有为0
固定资产净额/员工总数，取对数

托宾Q值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0.519
0.956
2.852

12.743
6.597

42.494
0.460
3.244
2.103

1.065
0.206
0.309
1.266
5.995

21.947
0.498
1.137
1.331

0
0
0

9.729
-20.323

4.623
0

-2.463
0.930

3.434
1

4.127
16.422
28.506
90.423

1
9.384
8.056

变量 测度方法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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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hip

Manage_inc

GDP_ per

Industru

FDI
Tec_exp

企业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管理层持股比例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与GDP的比值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11536

59.109
13.113
11.186
45.584
0.212
0.005

15.809
20.883
0.537

10.794
0.145
0.004

22.530
0

9.078
19.740
0.001
0.0002

90.360
68.486
12.201
66.990
0.515
0.020

变量 测度方法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方法能够得到清晰的因果效应识别，其应用前提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本文

参考Deschenes等（2017）的做法，利用事件分析法验证平行趋势是否成立，具体模型如下：

EP_resrit = β0 + å
k = -4

7

βk ´ Tk + γ ´Xit + ρ ´ Zrt + λi + ηt +ωrit （2）
模型（2）中，Tk 表示政府设定环境目标约束的第 k 年，如 T-2 表示环境目标约束实行的前

两年，本文以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实行前1年作为事件分析的基期。系数 βk 表示环境目标约束

实施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的环境绩效的差异。从图2可以发现，在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实

施前，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估计系数基本在0附近，且95%置信区间包含0，
在统计上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表明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是可信

的。

处
理

效
应

系
数

估
计

值

政策时点
t - 4 t - 3 t - 2 t t + 1 t + 2 t + 3 t + 4 t + 5 t + 6 t + 7

-1
-0.

8-
0.6

-0.
4-

0.2
0

0.2
0.4

0.6
0.8

1

注：本研究时间为2003—2021年，样本跨越时期较长，为使图形保持简洁，图2仅展示了部分时期的平行

趋势检验结果。另外，本文也进行了完整时期的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保持一致。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续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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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结果分析

表 2第（1）—（2）列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第（2）列结果

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149，并在1%水平下显著，

这意味着政府实施环境目标约束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绩效，这与政府设定环境目标约束的

初衷一致。地方政府实施环境目标约束可能会通过强化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增加公

众环境关注度、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等方式，促使企业调整生产方式，提升自身的环境绩效

（余泳泽等，2020；庞瑞芝等，2021）。具体的作用机制依赖于后文的机制检验结果。

表2 基准结果分析

Target

Age

Size

Roa

Lev

Soe

Captital

Tobin_Q

Ownership

Manage_inc

GDP_ per

Industru

FDI

Tec_exp

常数项

0.174***
（0.0450）

0.417***
（0.0919）

0.149***
（0.0416）

0.027
（0.0320）
0.382***
（0.0108）
0.005***
（0.0015）
-0.004***
（0.0005）
0.120***
（0.0197）

0.004
（0.0086）
0.108***
（0.0076）
-0.002***
（0.0007）

0.001**
（0.0005）

0.011
（0.0293）

-0.001
（0.0011）

-0.064
（0.0868）

1.493**
（0.6480）
-4.266***
（0.3085）

变量 EP_re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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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_exp

常数项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0.417***
（0.0919）

是

是

11536
0.072

1.493**
（0.6480）
-4.266***
（0.3085）

是

是

11536
0.213

变量 EP_res

（1） （2）

注：①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如

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三）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使用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交叠DID模型时，可能存在负权重和

估计偏误的问题，并对检验和应对交叠DID中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de Chaisemarti & D’Haultfoeuille，2020；Goodman-Bacon，2021；刘冲等，2022）。考虑到Good⁃
man-Bacon的分解方法适用于平衡面板数据，会损失较多的样本（Goodman-Bacon，2021），本文

基于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的思路进行负权重占比检验，发现对企业环境绩

效的估计中，负权重占比为7.04%，表明本研究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并不严重，前文使用双

向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是可信的。在最新的稳健估计量中，通过计算组别-时期平均处理效

应、插补估计量来解决异质性处理效应比较符合本研究的数据结构特征和政策实施背景，所

以本文分别选择 did_multiplegt、csdid、did2s 三个最新的稳健估计量对基准模型进行重新估

计（de Chaisemarti & D’Haultfoeuille，2020；Callaway & Sant’Anna，2021；Gardner，2021）。从表3
可以看出，即使考虑了交叠DID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

绩效仍有显著的激励效果，表明本文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3 考虑交叠DID异质性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

估计方法

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的估计方法

Callaway和Sant’Anna（2021）的估计方法

Gardner（2021）的估计方法

估计量

（1）
did_multiplegt

csdid

did2s

EP_res

（2）
0.141***
（0.0327）
0.157***
（0.0273）
0.148***
（0.0435）

续表2 基准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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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生性问题处理

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和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可能由于以下原因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进而

导致模型出现内生性问题。一是中央环保部门在与各地签订污染物减排目标时可能已经考

虑到了各地的减排难度，这使得其制定的减排目标对各地约束力会存在差异；二是地方政府

也会考虑减排压力，以此判断是否提出环境治理目标，使得环境目标约束的提出并非完全外

生（余泳泽等，2020）。为排除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干扰，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

分析。考虑到从经济发展层面选择地方政府实施环境目标约束的工具变量，可能会同辖区企

业的环境绩效存在相关性，因果效应识别受干扰，所以从自然地理的角度选择合适的工具变

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从而更好地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和排他性检验要求，得到更

为准确的估计结果。

首先，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选择城市空气流动系数（IV1）作为工具变量（Hering & Pon⁃
cet，2021；余泳泽、林彬彬，2022）。空气流动系数为风速和大气边界高度的乘积。风速决定空

气污染的水平空间扩散，混合高度决定了污染物在垂直空间的扩散，对于污染排放相同区域，

空气流动系数越高，空气流动性越强，受空气污染的影响越小（余泳泽、林彬彬，2022）。所以，

空气流动系数值越大，污染程度越小，地方政府考虑到治污减排的压力，就更可能在工作报告

中制定约束性环境治理目标，通过完成环境目标向上级政府释放积极信号，以实现政治晋升

目标，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假定。另外，空气流动系数受风速和大气边界层高度共同影响，但

无论是风速还是大气边界层高度均是由复杂的地理条件、气象系统所决定，而与企业生产活

动、经济增长等无关，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假定。其中，风速和大气边界高度的原始数据来自

ECMWF发布的经纬度栅格气象数据，本文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将原始的栅格气象数据解

析为2003—2021年城市层面数据，进而构造空气流动系数变量。

其次，参考余泳泽等（2020）、朱于珂等（2022）的研究思路，本文选择城市河流密度（区域

内河流长度/区域总面积）作为工具变量（ IV2），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河流密度高的地区，由于运输成本较低，大多数企业会考虑在此选址进行生产活动，从而使得

地区污染程度较高。在“十一五”规划将环境绩效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后，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

动力会增强，也更愿意公开污染物的减排目标，设定环境目标约束。此外，公众也对水污染关

注程度较高。其中，最为出名的是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推动了后续“河长制”的出台。

那么，河流密度较高的城市，公众对其监管也更严格，地方政府就更有可能公开污染物减排信

息，加强污染治理，实现公众诉求。所以城市的河流密度满足有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此外，城市河流密度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不受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满足有效工具变

量的外生性假定。

最后，考虑到城市空气流动系数、河流密度不随时间变化，模型估计时会被固定效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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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出现系数无法估计的情况，本文在估计时参考Nathan和Qian（2014）的做法，分别将城

市空气流动系数、河流密度与未来两年所属省份公开环境目标约束城市数量的均值的交互

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绿色绩效考核背景下，同一省份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

城市数量越多，城市政府官员越有动机提出环境目标约束，通过提升地区环境绩效在省内

同类竞争者中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从而获得上一级政府的青睐。表 4汇报了工具变量

的回归结果。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Targ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IV1

IV2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第一阶段F值

观测值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EP_res

（1）
3.333***
（0.7193）
-2.261***
（0.4301）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Target

0.002***
（0.0003）

0.282***
（0.1050）

是

是

是

43.793***
11536

（2）
3.884***
（1.1781）
-2.389***
（0.4957）

是

是

是

0.108***
（0.0181）
-0.281***
（0.0817）

是

是

是

35.184***
11536

如表 4所示，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看，第一阶段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简称F值）的

统计量大于 10，明显超过 Stock 和 Yogo（2002）设定的F值在 10%显著性水平下 16.39的临界

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来看，

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检验都同基准分析一致。表4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

之后，本文的分析结果依然稳健。

（五）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尽管在基准分析时，本文控制了可能会影响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制定以及企业环境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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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但仍存在遗漏无法观测变量以及自相关的问题，进而影响估计结果。为此，本文通过随

机设定政策实施时间、随机抽取处理组等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随机抽取1000次样本，

每一次都会基于虚构样本进行DID估计。如果基于虚构样本得到的DID估计系数接近于0，
则表明没有明显的遗漏变量偏差。图3是基于虚构样本进行回归的估计系数核密度和p值分

布图。从图 3可知，基于虚构样本的回归系数都集中在0附近，并且 p值也都大于 10%，安慰

剂检验通过，这意味着基准分析结果并没有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也不存在估计偏误问题。

此外，本文也通过随机抽样1500次和2000次样本进行估计，结果均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再次

表明基准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图3 安慰剂检验

2.改变企业环境绩效的测度方式

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本文选择以下指标衡量企业环境绩效，对基准模型重新进行估

计。（1）经过企业总资产标准化处理后所缴纳的排污费用（沈洪涛、周艳坤，2017），用 EP_asset

表示。（2）排污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尹建华等，2020），用 EP_reve 表示。（3）企业是否

存在环境违法行为（陈宇峰、马延柏，2021），用 EP_cep 表示。企业环境违规行为和企业环境

绩效是反向指标，若企业不存在环境违规行为，说明企业环境绩效好，EP_cep = 1，反之，则

EP_cep = 0 。企业环境违规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表5列（1）—（3）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

正，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结论稳健。

143



表5 稳健性检验：改变关键变量测度方式

变量

Targ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EP_asset

（1）
0.136***
（0.0416）
–4.307***
（0.4391）

是

是

是

10576
0.238

EP_reve

（2）
0.152***
（0.0522）
–4.135***
（0.4695）

是

是

是

9862
0.329

EP_cep

（3）
0.129**

（0.0603）
–3.529***
（0.4062）

是

是

是

8316
0.261

EP_res

（4）
0.102**

（0.0417）
–4.226***
（0.3861）

是

是

是

11536
0.364

表6 稳健性检验：排除同时期相关政策干扰

变量

Targ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EP_res

低碳城市试点

（1）
0.117***
（0.0268）
3.271***
（0.6214）

是

是

是

11536
0.284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2）
0.106**

（0.0486）
-2.914***
（0.6665）

是

是

是

11536
0.32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3）
0.128**

（0.0592）
-3.085***
（0.7074）

是

是

是

11536
0.359

环保法

（4）
0.126**

（0.0598）
4.296***
（0.5723）

是

是

是

11536
0.263

环保税法

（5）
0.133***
（0.0232）
3.257***
（0.5041）

是

是

是

11536
0.305

3.改变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测度方式

考虑到使用0-1变量来衡量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可能存在变量测度误差问题，因为地

方政府提出的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不同也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异质性影响。所以，本文使用

政府提出的具体污染物减排值这一连续变量来刻画政府的环境目标约束行为，再次考察地方

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对基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第（4）列结果

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即使改变了地

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测度方式，本研究结论也是稳健的。

4.排除同时期相关政策干扰

在本文研究样本期间内，同政府设定环境目标约束一起实行的还有其他环境政策，这可

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经过梳理，发现同时期实施的相关环境政策主要有 2010年实施

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2011年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2012年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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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201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2018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税法》。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实施该类政策虚拟变量与实施政策时间的交互项进行

控制。表6回归结果显示，在排除了同时期其他相关环境政策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

企业环境绩效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六、机制识别与检验

前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能够提升企业环境绩效，那么这种激励效

应是通过什么机制产生的？理论分析部分指出，政府提出环境目标约束后，会加大环境规制

政策的执行力度，通过制定更为严格环保法律法规、加大对企业排污行为的监管等措施，倒逼

辖区企业提升环境绩效，降低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府开展年

度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地方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加入环境治理目标，势必会提升公众对环

境的关注程度，这会对企业形成更强的外部监管约束，促使企业调整生产策略，改善环境绩

效。

此外，在面对政府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时，企业会重视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主动投入研

发资源到创新活动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清洁生产，从而在生产环节降低污染的产生

量，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水平。因此，本文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公众环境关注度和企业绿色创

新等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激励企业提升环境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一）外部效应的机制识别

1.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

借鉴沈坤荣等（2017）的做法，通过将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废水

达标率三个指标标准化，然后加权构建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环境规

制强度越大。如表7第（1）列所示，政府设定环境目标约束后，环境规制的强度显著增加。第

（3）列结果显示，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水平。

2.公众环境关注度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搜索中记录网民用户行为的网络搜索数据能够及时

地捕捉市场主体对特定事件的关注。百度搜索在中国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基于百度搜索

的频次及方位统计能够分析出中国各地区的数据情况。按照搜索来源的不同，百度搜索指数

分为 PC 端和移动端两种。对 PC 端和移动端搜索指数的加权和计算就可以得到总搜索指

数。借鉴相关研究的做法，在百度总搜索指数中以“污染”相关的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进

行加总（吴力波等，2022），最终得到城市-年份的公众环境关注度数据。从表7第（2）列可以

看出，地方政府实施环境目标约束后，公众环境关注度明显上升。此时，公众也会对企业的污

染行为进行严格的社会性监管，促使企业改进生产策略，提升环境绩效，表7第（4）列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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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这一机制。表7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
表7 机制识别：基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视角

变量

Target

Env_reg

Env_attention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Env_reg

（1）
0.008***
（0.0019）

-0.574***
（0.0395）

是

否

是

是

19375
0.622

Env_attention

（2）
0.111***
（0.0151）

11.593***
（0.2340）

是

否

是

是

8134
0.978

EP_res

（3）

0.322*
（0.1905）

-4.489***
（0.3334）

是

是

否

是

11536
0.210

（4）

0.083***
（0.0217）
-5.019***
（0.4097）

是

是

否

是

7835
0.190

注：表7第（3）—（4）列没有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因为上市企业所在地不会发生变化，城市固定效应会被企

业固定效应所吸收。

（二）内部效应的机制识别

为更加细致地考察企业绿色创新在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影响企业环境绩效中所起的

作用，本文将企业绿色创新细分为绿色创新数量（Greenpat_num）和绿色创新质量

（Greenpat_qua）。（1）企业绿色创新数量。本文采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包含绿色发明型

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对数进行衡量（余泳泽等，2020）。并在取对数前将企业绿色专

利申请数量都做加1处理。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是通过将上市企业专利信息同2010年世

界知识产权局组织（WIPO）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匹配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

数据服务平台（CNRDS）。（2）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现有研究多将发明型专利申请（授权）量作

为创新质量的代理变量（陶锋等，2021）。也有学者使用专利引用次数来衡量创新质量（朱于

珂等，2022）。企业创新质量更多反映的是专利所含知识的复杂程度。Akcigit 等（2016）提出

了专利知识宽度法，以专利包含的技术复杂程度来衡量创新质量，这为测度企业创新质量提

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使用专利知识宽度测度企业绿色创新质量。首先，本文获取企业绿色发

明申请专利的 IPC分类号信息；其次，依据专利分类号信息，识别出每个专利利用的大组信息

数量；最后，利用产业集中度的测算方法，参照专利大组层面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思路

对其进行加权，通过测算 IPC大组层面绿色发明申请专利分类号差异来衡量绿色专利质量，

具体公式如下：

Qualityit = 1 -åα2
it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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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αitj 为 i 企业在 t 年专利分类号中大组 j 所占比重。各个大组层面的专利分类号之

间的差异越大，意味着企业在创造专利时所运用的知识宽度越大，这种专利往往也具有更高

的质量。本文采用均值加总的方式将专利层面的知识宽度加总到企业层面。

如表 8第（1）—（2）列所示，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不仅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的增

加，而且也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3）—（4）列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对环境

绩效的影响系数为 0.031，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为 0.232，且影响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

著，意味着无论是企业绿色创新数量还是绿色创新质量，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通

过比较影响系数，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对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最强。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

束能够通过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来提升环境绩效，凸显了企业绿色创新在减污降碳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表8回归结果表明本文假说2是成立的。

表8 机制检验：基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视角

变量

Target

Greenpat_num

Greenpat_qua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Greenpat_num

（1）
0.062*

（0.0340）

-2.792***
（0.3964）

是
是
是

19095
0.192

Greenpat_qua

（2）
0.054**

（0.0249）

-0.254
（0.2761）

是
是
是

4319
0.026

EP_res

（3）

0.031***
（0.0101）

-4.248***
（0.1809）

是
是
是

11570
0.217

（4）

0.232***
（0.0706）
-0.632**
（0.2982）

是
是
是

3516
0.198

七、异质性分析与讨论

（一）环境社会责任行为表现的异质性

为考察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不同维度环境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本文借鉴斯丽

娟和曹昊煜（2022）的研究思路，将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划分为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两种环境

社会责任行为。（1）前端治理（FG），用“企业是否开发或应用对环境有益的产品或技术”来衡

量。（2）末端治理（EG），用“企业是否采取减少废气、废水、废渣排放等措施”来度量，该指标

体现了企业治理污染的意愿。若企业采取了末端治理措施，EG = 1，反之则 EG = 0 。如表9
所示，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前端治理、末端治理两种环境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均产生

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比较两列系数发现，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末端治理的影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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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并且影响系数差异通过了经验P值检验，在5%水平下显著。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增强

了企业高管的绿色环保意识，促使企业重视研发对环境有益的绿色技术。然而，相比于投入

成本高、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企业更愿意通过末端的环境治理，短期内

降低污染排放量，快速改善环境绩效以减轻政府的环境监管压力。所以，地方政府环境目标

约束对企业末端污染治理意愿的激励作用更强。

表9 基于环境社会责任行为表现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Targ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经验P值

观测值

R2

FG

（1）
0.019**

（0.0088）
-1.180***
（0.0787）

是

是

是

0.013**
11536
0.153

EG

（2）
0.026***
（0.0044）
-0.369***
（0.0412）

是

是

是

11506
0.089

注：经验P 值为自抽样（Bootstrap）1000 次得到。

（二）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类型和方式的异质性

借鉴余泳泽等（2020）的做法，本文将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种类型，

探讨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果。其中，主动型是指城市提出环境目

标约束的时间早于省级政府提出环境目标约束的时间，反之，若城市所属省份先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设立环境目标，然后分解到各城市，再由各城市提出环境目标，则属于被动型。如表10
第（1）—（2）列所示，地方政府主动型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

被动型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主动型环境目标约束是地方政府在晋

升激励下响应中央号召，主动提出的目标约束，有更强的动力实施相关的财政、金融支持政

策，帮助企业改善环境绩效，实现绿色发展。

地方政府在提出具体的环境治理目标时会采取不同的约束方式，这也可能会对企业环境

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为此，本文进一步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分为“硬约束”和“软约束”

两种方式。如果地方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公布了具体污染物的减排目标，被视为“硬约束”，反

之，若政府只在工作报告中提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PM2.5、PM10等指标，但没有提出详细污染

物的减排目标，则被认为是“软约束”。从表10第（3）—（4）列可以看出，无论地方政府的环境

目标约束实现“硬约束”还是“软约束”，都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且都至少在5%
水平下显著。但对比二者的影响系数，地方政府实施环境目标硬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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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更大，并且组间系数差异通过了经验P值检验，二者差异在1%水平显著。可能性解释是

地方政府如果实施环境目标硬约束，就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及监督手段来实现

既定的减排目标，这会对企业产生较大冲击，促使企业采取绿色创新以及管理结构变革等方

式降低污染，最终使得企业环境绩效有较大程度提高。

表10 基于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Targe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经验P值

观测值

R2

EP_res

环境目标约束类型

主动型

（1）
0.216***
（0.0152）
-4.938***
（0.3465）

是

是

是

9460
0.243

被动型

（2）
0.201

（0.1332）
-4.725***
（0.2943）

是

是

是

2076
0.237

环境目标约束方式

硬约束

（3）
0.137***
（0.0361）
-4.307***
（0.2653）

是

是

是

0.000***
9229
0.261

软约束

（4）
0.076**

（0.0356）
-4.193***
（0.2168）

是

是

是

2307
0.269

注：经验P 值为自抽样（Bootstrap）1000 次得到。

（三）企业特征的异质性

进一步，为全面分析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不同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基

于模型（1），分别从企业政治关联、社会关注度、高管环保经历以及企业员工环保意识四个维

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1.企业政治关联

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政策强化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动机，有助于解决以往环境规制中的

“政企合谋”问题（张琦等，2019）。此外，王鸿儒等（2021）指出，企业高管的公职经历会对企业

的污染排放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可能在

政治关联和非政治关联企业间存在差异。参照袁建国等（2015）的做法，本文通过手工整理企

业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简历信息，构建政治关联变量（Pc），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而言，

上市公司高管是前任或者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那么该企业被视为政治关联

企业（Pc = 1），反之，则不属于政治关联企业（Pc = 0）。上市公司高管简历和政府背景数据来

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如表11第（1）列所示，Target ´ Pc 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018，
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政治关联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

大。地方政府实行环境目标约束后，为了实现环境治理目标会主动加大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

力度，即使对于政治关联企业也会加强监管。此时，政治关联企业寻租动机减弱，会投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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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到绿色创新以及环境治理领域，最终提升了环境绩效水平。

表11 基于企业政治关联和社会关注度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Target

Pc

Target ´Pc

Social_attention

Target ´ Social_attention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EP_res

企业政治关联
（1）

0.168***
（0.0457）

-0.018
（0.0971）
0.018***
（0.0024）

-4.584***
（0.3438）

是
是
是

11536
0.218

企业社会关注度
（2）

0.186***
（0.0643）

0.058
（0.0785）
0.039***
（0.0102）
-4.563***
（0.3513）

是
是
是

11536
0.219

2.企业社会关注度

社会关注度不同的企业，政府、公众对其监管力度会存在差异，这也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

生差异化的影响（Li et al.，2023）。为此，本文从社会关注度的维度考察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

束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效果。现有文献多采用企业出现在报刊新闻、网络新闻

中媒体报道的数量来测度企业的社会关注度（程华等，2023；刘亦文等，2023；于海云、郑明波，

2024）。所以，本文参考程华等（2023）、于海云和郑明波（2024）的做法，将网络财经新闻中报

道的“一天内容出现某上市公司的新闻总数”的日度数据整理成年度数据，进而衡量企业的社

会关注度（Social_attention）。为了避免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社会关注度产生影响而引

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实施前，2006年“某公司新闻报道”数量的中位

数水平，将样本分为社会关注度高（Social_attention = 1）和社会关注度低（Social_attention = 0）

两个子样本。从表11第（2）列可以看出，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和企业社会关注度交互项的影响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社会关注度高的企

业中更为突出。可能是因为社会关注度高的企业，政府对其监管更加严格，要求这些企业在

环境治理方面要起到“带头表率”的作用，这会促使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较多资源，环境

绩效也有较大程度地提高。

3.企业高管环保经历

除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污染排放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显性因素外，企业文化等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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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也会对环境绩效水平产生影响，其中，企业高管作为企业重大战略的执行主体，对企业

文化的塑造和企业环境绩效都起着重要作用（张长江等，2020；谢海娟等，2024）。有研究发

现，高管团队拥有环保经历，就会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注意力配置，这有助于营造可持续发展的

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张座铭等，2024）。高管的环保经历会促使企业在制定发展

战略时，综合考虑环境因素，并监督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的承诺（卢建词、姜广省，2022）。因此，

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可能会受到高管环保经历这一特征的影

响。参考卢建词和姜广省（2022）、王辉等（2022），整理企业高管的简历信息，若高管简历中含有

“低碳”“可持续节能”和“绿色”等关键词，则该企业高管就被认定为拥有环保经历

（Env_exp = 1），反之，则表明企业高管没有环保经历（Env_exp = 0）。表12第（1）列结果显示，

Target ´ Env_exp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在

高管拥有环保经历的企业中更大。这一结果同卢建词和姜广省（2022）的结论一致。高管拥有

环保经历不仅激励企业更加主动实施绿色发展战略，而且还能提升与政府环保部门的协调效

率，有助于获得政府资源支持以及绿色投资者的关注。此时，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压力降低，有

更多资源投入到前端的绿色创新和末端的环境治理活动中，从而提升自身的环境绩效水平。

表12 基于企业高管环保经历和员工绿色行为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Target

Env_exp

Target ´ Env_exp

Green_behavior

Target ´Green_behavior

常数项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EP_res

高管环保经历

（1）
0.143**

（0.0641）
0.006*

（0.0032）
0.025**

（0.0114）

-3.961***
（1.3487）

是

是

是

9461
0.305

员工绿色行为

（2）
0.118**

（0.0586）

0.046*
（0.0258）
0.032***
（0.0099）
-4.108***
（1.1683）

是

是

是

8620
0.286

4.企业员工绿色行为

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另一个重要隐性因素是企业员工的绿色行为。侯楠等（2019）指出，

员工环保意识的提升和践行绿色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微观活动。所以，本文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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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绿色行为的视角，探讨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受限

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参考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的做法，通过构造虚拟变量来衡量企业的绿色

行为。若“企业所属员工开展绿色办公”则表明企业员工有绿色行为（Green_behavior = 1），

反之，则表示企业员工没有绿色行为（Green_behavior = 0）。如表12第（2）列所示，地方政府

环境目标约束与员工绿色行为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0.032，并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地方政

府环境目标约束所产生的环境绩效提升效应在员工有绿色行为的企业中更大。在地方政府

环境目标约束的实施压力下，若企业员工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并进行了绿色行为，这些企业就

更容易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会有更强的意愿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开展环境治理活动，不断

提升环境绩效水平。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3—2021年中国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数据、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以及

环境责任得分数据，以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各地方政府签订《责任书》为外生冲击，全面

考察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就其内在机制进行了详细剖

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这一结论通过了内生

性及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实施环境目标约束后，加大了环境规制政策的执

行力度，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关注度，倒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了环境绩效水平。异质

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的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的环境社会责任行为

表现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动型环境目标约束以及采取“硬约束”的方式对企业环境绩效的

激励效应更强；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政治关联企业、社会关注度高、高管有环保经历以及

员工有绿色行为的企业的环境绩效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健全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制度，不断完善和优化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价体系，

弱化GDP经济指标对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激励，构建涵盖环境保护、民生发展等在内的多元

化晋升评价体系。在中央政府把环境绩效作为政府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后，地区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充分说明了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中央政府把环境绩

效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后，政府官员治理环境的动机得到强化，促

使政府加大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对企业排污行为的监管。此时，企业会主动进行生产端的

绿色创新和末端的污染治理投资，改善环境绩效。政府官员绩效考核型环境政策为改善地区

环境质量提供了思路，也为构建绿色发展格局，实现“双赢”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借鉴意义。

第二，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的监管，全面提升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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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践中，政府要加大污染监管信息的披露程度，及时了解公众对于环境质量的诉求，畅通公

众对环境违法活动的监督渠道，健全公众环境监督体系。社会公众在充分了解相关环境信息

后能够增加对政府、企业等多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关注程度，一方面能够激励政府加大环

境政策执行力度，另一方面也能倒逼企业更加主动地开展绿色生产活动，进而提升企业及地

区的环境绩效水平。

第三，政府要支持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充分发挥政府在环境治理

中的引导作用，促使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运用到实际的发展战略中。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研

发补贴、环保补贴、绿色金融等多种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引导企业开展高质量的绿色创新活

动，充分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和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为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

源动力。

第四，政府在执行环境政策时应根据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制定差异化的约束方

式。面对经济基础强的地区，可以采用硬约束方式，倒逼地区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而对经济

基础相对落后尤其是资源型城市，应采取软约束的方式，给予一定的缓冲期，避免环境监管力

度过大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冲击。同时，在设计环境政策时也要充分考虑企业社会关注度、

政治关联度、拥有环保经历高管的数量等因素的影响，努力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促使不同企

业的环境绩效共同提升。

第五，在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实施背景下，企业应该主动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进行绿

色技术创新和污染治理投资，使高质量的绿色创新活动成为“标准化动作”。企业提升绿色化

水平不仅可以享受政府相关政策支持，而且也可以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提升公众信任度，降

低融资压力，努力将政策支持转化为竞争优势，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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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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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Using manually curated data from city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and listed compan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rom 2003 to 2021,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

mental target constraints significantly enhanc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se constraints not only strengthen government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public awareness but

also drive businesses to achieve dual enhancements in green innovation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reby promoting im-

prove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Heterogeneity tests showed that these constraints particularly benefi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firms, companies with high social visibility enterprises, executives with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firms, and

employees with green behavior. Additionally,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target constrai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hard constraints”had a greater promoting effect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is study provides mi-

cro-level evidence on addressing issues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collusion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promoting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al Constraints；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Public Environ-

mental Attention；Green Innovation；Staggered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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